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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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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乡村振兴的实施使得农村土地利用与管理面临更多的挑战。应用利益相关者分析、博

弈均衡分析和实证案例分析，探讨乡村振兴视域下土地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演变。研究

结果显示：（1）1949年至今，农村地区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主体数量增加，博弈关系呈现复杂

化、多样化和多向化；（2）乡村振兴时期主要有六种博弈关系，并探讨了案例村实施下山脱贫、

发展乡村旅游、新型经营主体进驻、城市居民促进农村发展四种博弈决策过程；（3）乡村振兴视

域下，农村地区发展应关注基础设施配套、土地利用效率与生态环境协调、农户生计可持续性

等问题。乡村振兴中应注重实现土地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最优均衡，降低各方风险，保护生态

环境并寻求多方利益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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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农问题由来已久，建国初我国确立了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城市由此优先获

得较快发展，然而随着城乡二元分割格局逐步形成并长期存在，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

农业生产能力停滞不前，乡村衰退现象凸显。为了缓解三农问题，中央政府相继推动实

施了城乡统筹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美丽乡村建设等战略，该时期

可称之为“乡村振兴战略萌发时期”。新时期，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发展不充分依

然是中国经济社会的主要现象和问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

展之间的矛盾成为乡村地区最为突出的矛盾 [1]。因此，十九大确立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乡村振兴战略是国家在新时期关于三农问题的全新部署，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发

展。2018年中央1号文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2019年中央1号文

件细化实化了乡村振兴的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农村土地利用与管理依

然是关键基础问题，土地流转关系着农业生产规模化和现代化经营、是否可持续利用关

系着生态宜居环境建设，兴起的旅游休闲业等新型产业则伴随着土地利用方式的较大调

整。同时，土地权属问题复杂深刻，是许多矛盾的根结点。因此，农村土地改革的顺利

实施、农村土地的合理利用与管理，亦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石。这也反映在一系列

国家发布的乡村振兴政策里，强调“确保粮食安全”“推进荒漠化、石漠化、水土流失综

合治理”“全面完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和“完善三权分置制度”等。

随着政策的不断推进和更新，农村土地利用方式、管理形式随之发生改变。农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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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集体、农户、城市居民、农业企业

或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等。在不同时期，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和影响均有侧重，并随

着宏观战略实施产生优化类演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农村地区将面临更多经营主

体、社会资金的进驻，也将需要增加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用地的供给和提高土地生态系统

价值和功能的发挥；同时，城市居民作为重要的消费者，其需求也紧密关联着农村地区

的产业振兴，这些均会驱动农村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各类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其需

求目的存在差异，利益关系复杂。并且，各利益相关者在乡村振兴战略中担负着宏观制

定者、区域制定者和实施者、微观区域实施者、个体实现者、重要影响者、关键媒介等

非常重要的角色和职责，是农村地区人、地、业的关键实现方、管理方和影响者。因此

对于各阶段土地利用相关者的关系演变、新时期各利益相关者与乡村振兴战略的系统耦

合关系，亟待深入研究，以获得多面多主体视角的战略实施支撑。

目前关于乡村振兴的研究较多集中在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2,3]、土地利用转型[4]、土地

整治[5]、可持续发展[6]、乡村发展过程及模式[7,8]和土地制度改革[9]等；而土地利用相关者

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两规”及征地冲突、城中村改造、生态补偿、产业开发管理和区

域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等方面[10-17]。但将两者结合，从乡村振兴视角分析土地利用利益相

关者的演变的文章还不多见。

因此，本文从三农问题逐渐凸显、乡村振兴思想萌发、乡村振兴战略确立与实施这

三个阶段来分析农村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的关系演变（图1），并重点探讨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后，农村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的发展变化与博弈，以浙江生态功能区某村庄为例进

行了实证剖析，以期为乡村振兴的实施提供新视角和新观点的借鉴。

1 1949年以来农村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的历史演变

1.1 1949年后至改革开放前（1949—1977年）

1949年后，农村地区经历了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及“文革”时期，

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变成集体经济[18]。并且中央政府政策偏向发展重工业，政策单一，

农村土地由私变公，且农业现代化水平不高，生产能力较低。同时，实施严格的户籍制

度[19]，农民被限定在土地上，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或向城镇流动几乎不可能实现，也因

此农户关注点主要是解决温饱问题，土地经营的主要目的也仅是满足生计需求，生计方

图1 乡村振兴战略形成与土地利用相关者发展的阶段特征

Fig. 1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form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of land use

stakeholders at different st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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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过于单一。基层生产单位主要发挥执行国家政策和组织管理的基本功能。因而，该时

期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及其关系的特点表现为，主要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基层组

织和农户四方，其利益关注点单一，主要呈现单向决策传递关系，博弈关系少有

（图2、图3a）。

1.2 改革开放后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前（1978—2004年）

1978—1984年，确立和完善家庭承包责任制度，农地流转得到法律允许[20,21]，农业生

产结构得以调整，农业生产能力增加，但农业增长速度并不稳定[22]。1985年取消人民公

社化制度，确立农村基层组织地位[20]。其后，中央取消统派统购制度，农村资源配置机

制开始从计划向市场过渡[23]，同时，城镇化的推进及土地“三允许”政策的实施使得大

注：1. 图中列出了各时期土地利用主要利益相关者的作用，并大致描绘了有关利用相关者的行政权力大小和规

模等的发展趋势。2. 城市居民处“影响程度增大”指的是其对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程度增大。

图2 土地利用各利益相关者及作用的变化

Fig. 2 Transformation of land use stakeholders and their ro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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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出现，劳动力的非农流动成为现实 [24]，乡镇企业也进入发展“黄金

期”[19]。而1994年开始的分税制改革及1998年出台的《土地管理法》，制约了农村工业

化的发展，却加速了民营经济和城镇化发展，很多小城镇演化为大中城市，城市集聚现

象显现[25]。随之，乡镇企业进入稳定调整阶段，农村劳动力进入公平转移阶段[26]，并逐

步呈现进入城镇、集镇、本地就业的空间转移层次结构 [27]。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农民

“恋土”情节及农民落户城市后公共政策的缺位，该时期农村外出劳动力呈现出“季节性

迁移”特点[19]，并且，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使得城乡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日益凸

现。可见，该时期，农户、村集体在农村土地利用与管理中的主体地位确立，农户土地

投入、种植多样性增加，并且由于劳动力的非农转移，诱发了农户生计方式的改变。

从这一时期农村地区的发展脉络来看，农村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呈现出以土地集体

所有制度为中心，各利益相关者规模增加，关系趋于复杂化的特点。利益相关者由上一

时期的四方增加为六方，主要涉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村委会、农户、农村合作社和

公司或企业（图2、图3b）。中央政府开始重视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制定实施一系列土

地政策，地方政府也相应制定区域性政策。农村专业合作社逐步发展，村委会职能更加

明确，但村委会管理不善、村干部以权谋私的现象也时有发生。农户获得长期稳定的土

地承包经营权，农业生产、土地经营的积极性和灵活性大幅提高，生计选择趋向多类

化。同时，少数公司或企业进驻。各利益相关者间以利益为导向的博弈关系也趋向复杂。

注：文中未重点分析的博弈关系使用虚线双向箭头表示。

图3 土地利用各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变化

Fig. 3 Transformation of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land use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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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出至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前（2005—2016年）

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进行城乡统筹，实施城乡建设用地

增减挂钩，新一轮工业化与城镇化得到快速发展，继而十八大提出新型城镇化与美丽乡

村建设的发展方针，该时期成为城乡关系的重要转折时期 [23]，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和措

施，例如精准扶贫、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调整农

村土地利用结构与布局和耕地轮作休耕制度试点方案等，进一步推动了城乡融合，促进

了乡村地区恢复与发展。这一时期，农业生产能力大幅提升 [28]，粮食总产量“十二连

增”，乡村旅游逐步发展并趋向成熟[29]，农民收入不断提高，新型农民合作社迅速成长[20]，

新型经营主体多类化趋势明显，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善。该时期的农村劳动力仍然大量

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并向非农部门转移[30]，且较多跨地区向城市转移[26]，工资水平快

速增长[31]，但2008年金融危机后省内转移也成为主要趋势[32]，甚至部分地区或时期出现

“民工荒”“非转农”等逆城市化现象[33]。

跟上一时期对比，该时期（图 2、图 3c）农村土地利用各利益相关者及关系的特点

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农户非农化和兼业化程度加深，农业现代化和土地市场的快速发

展促进了土地规模经营，小农户土地利用趋于集约化，但因农业劳动力老龄化等原因所

造成的土地边际化问题也普遍存在；二是乡村旅游等新兴产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

展，带动了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促进了农村土地的有效利用和转型；三是土地利用利益

相关者除上时期的六方外，还涉及城市居民，其消费需求影响了农村土地利用方式和效

益；四是更多类公司或企业主体的进驻，农村土地实现多样化经营；五是每一方的“利

益”关注点及关注面在演变，例如中央政府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关注、地方政府和村委会

对区域发展规划的调整和重置、农户在相应环境下做出地生计策略应对等，促使各土地

利用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关系更为复杂。

2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后农村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分析

2.1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及实施（2017年至今）

乡村振兴战略可以撬动农村活力，加快推动农村制度改革，以实现乡村地区的复兴

与发展，这其中“地”是关键性基础资源，农村土地的利用与管理是极其重要的内容，

是乡村振兴稳定发展、主体活力良好发挥的重要保障；“人”是关键性主体资源，涉及农

户这个微观实现主体，城市居民这个关键驱动主体，广义讲当然也包括农村集体、农业

合作社、公司或企业这类组织型机构；“业”是极核点，联系着人与地，产业发展需要城

市居民的间接（直接）消费、农户的参加与实现和交通、活动、办公类场地（土地）供

给，当然也需要政府的政策支持与有效管理。农村土地的良好利用与管理、土地生态系

统的功能和价值发挥、农村土地问题的有效整治及土地生产能力的提升，可以为乡村振

兴提供承载基础、收益来源和生态宜居环境保障，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核心问题。因

此，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土地利用各利益相关者均有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和责任

（图4）。

该时期，农村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仍主要涉及七方，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将更加复杂

化、多样化、多向化（图2、图3d）。其中，中央政府等级、权限最高，制定政策，引导

形成整体经济社会发展环境，重点关注农村繁荣问题，兼顾农村经济、生态环境变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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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百姓生活水平的多方面平衡；地方政府等级、权限次高，响应国家政策，感知基层组

织、农户等各方问题，实施管理制约，两者位于利益群图的核心位置。目前中央政府实

施一系列乡村振兴改革，地方政府响应实施地区性改革，落实于村庄，影响农户决策，

联合推动农村发展，推动新形态产业和特色产业的兴旺；而城市居民则是重要的消费群

体，可以是间接或直接的消费者，甚至可以同时成为生产者和经营者；由于新兴产业发

展，村委会或农户以宅基地经营农家乐、以集体建设用地参与厂房、商业空间的出租

等；农村合作社多样化，且专业性变强，性质类似农业企业[34]，其经营效果直接影响土

地利用情况；而公司或企业的主体趋向多源化，除了较多本地转出劳动力回流后进行创

业，也有一定数量的省内外公司或企业进驻。

因此，各方利益基点存在差异。中央政府利益基点主要从国家尺度，地方政府多从

地方尺度，村委会、农户则较多从本位经济利益出发，公司或企业、农村合作社则作为

经营主体，也主要从本体经济利益和生产利益出发，而城市居民则会从消费者、生产者

和经营者等多重角色的利益角度出发。这也造就了土地资源的一体多职，既承担国家粮

食安全、生态安全的重任，也是城镇发展的必需空间资源和农户的财产性资源。随着农

地确权、宅基地“三权分置”、宅基地确权和土地流转等土地改革政策的逐步落实和推

进，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将更具灵活性，公司或企业的经营也将更有保障和发展空间，农

村土地利用各利益相关者间的博弈关系、过程和结果也将更趋于最优化。

2.2 博弈关系及博弈均衡分析

政策制定实施与利益相关者间的博弈相互影响[14,35,36]。乡村振兴战略中土地利用各利

益相关者寻求使其利益最大化的政策措施，但各利益方具有有限理性和不完全信息性。

因而，各利益相关者间的最优博弈均衡是演化博弈的结果，存在重复博弈关系[13]。

2.2.1 各级政府

（1）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央政府制定政策鼓励发展宜时、宜地、宜人产业，保

图4 乡村振兴与土地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影响机制

Fig. 4 The impact mechanism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land use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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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资源环境，提高农民收益，地方政府制定适合区域发展的具体实施细则和规划。该过

程中，地方政府博弈决策为积极实施或消极实施，中央政府为监督或不监督（图5a）。地

方政府积极（消极）实施时，中央政府获得的综合收益为R11 （R12），自身所获的收益为

R13 （R14），成本为C13 （C14）；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监督的成本为m，消极实施时的罚款为

F，不监督时的政治风险为p。中央政府采取监督的概率为α1时，地方政府积极和消极实

施的期望效益分别为α1(R13-C13)+(1-α1)(R13-C13)和α1(R14-C14-F)+(1-α1)(R14-C14)，两种策略

的期望效益相等时，当α1
*为(R14-C14-R13+C13)/F，即α1<α1

*时，地方政府消极实施，保持原

有发展模式获得的效益大，反之，积极实施将获得更大效益。类似地，地方政府积极实

施概率为β1时，当β1
*为(F+p-m)/(F+p)，即β1＜β1

*时，中央政府的最优决策为监督，反

之，最优决策为不监督。

地方政府积极实施和中央政府有效监管将促进地区综合发展[37]。基于乡村振兴战略

及各利益方的目标，两方最优博弈均衡为（监督，积极实施），即两方采取主动性博弈，

获得效益最大。但具体过程中，不可避免与当地其他规划、政策偶有冲突，中央政府监

督力度不够、不及时，导致两方被动性博弈[35]。在此基础上，借助雅可比矩阵稳定性分

析，分析影响动态博弈最终达到最优博弈均衡的因素[13,36]。当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消极实

图5 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间的博弈树

Fig. 5 The game trees of rural land use stakehol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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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处罚力度 F 小时，中央政府监督概率小，两方博弈均衡将趋于（不监督，消极实

施），这不利于实现乡村振兴；当不监督政治风险p大而监督力度m、F小时，均衡将趋

于（监督，消极实施），长期来看，消极实施政策给中央政府带来的低效益，会使其加大

监督处罚力度，最终博弈均衡演化为（监督，积极实施）。因此，中央政府加强监督和处

罚力度，将有利于两方达到最优博弈均衡，减少因重复博弈带来的不必要的成本。

（2）各级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分为省、市、县、乡不同级别，均属于乡村振兴战略落实方，区域政策制

定实施上存在层层隶属关系。各级地方政府间存在层级间博弈关系，下级博弈决策为积

极实施或消极实施，上级为监督或不监督，博弈过程复杂而交互[10]。目标一致时，大多

层级选择主动性积极实施和监督；目标有差异、甚至冲突时，会存在消极实施的博弈过

程。地方政府间博弈均衡分析与上一级类似。

2.2.2 地方政府与村委会

村委会是地方政策的村庄尺度落实者，也是农户利益的集中表达者，双方目标并不

完全一致，时有矛盾。例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中，两方在新增土地目标取向上的背

离[12]。因此，两方的博弈复杂而细碎，村委会博弈决策为积极实施或消极实施，地方政

府为协商或强制，主动或被动性博弈过程因具体情况而异（图5b）。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政府联合推动农村发展，村委会将更多地采取积极实施

的决策。政府间达成最优博弈均衡时，两方的最优博弈均衡应为（协商，积极实施）。该

过程中，村委会积极和消极实施的政策所获收益分别为R23 （R24），成本为C23 （C24），给

地方政府带来的收益为R21 （R22），协商所得额外优惠为v；地方政府协商（强制）的成本

为 f1 （g1），相应村委会的成本为 f2 （g2）。村委会消极实施时，两方存在第二阶段博弈，

该过程中，于村委会而言，当地方政府协商概率为α2时，村委会积极和消极实施的期望效

益分别为α 2(R23-C23-f2+v)+(1-α 2)(R23-C23-g2)和α 2(R24-C24-f2)，当α 2
* 为 (f2+C23-R23)/(f2+v-

R24+C24)，即α2＞α2
*时，村委会积极实施收益高，消极实施强制成本高，则村委会积极实

施所获效益高，反之，消极实施所获效益高。于地方政府而言，当村委会积极实施概率

为β2时，地方政府协商和强制的期望效益分别为β2(R21-f1)+(1-β2)(R22-f2)和β2(R23-f2)，当β2
*

为(f1-R22)/(g1-R22)，即β2>β2
*时，地方政府协商获得效益高，反之，强制获得效益高。该结

果表明，地方政府降低强制成本，加大协商力度及村委会消极实施的机会成本时，两方

博弈均衡将趋向最优均衡（协商，积极实施）。

2.2.3 村委会与农户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引入工业企业进驻发展产业，需要落实厂房；发展生态

旅游、生态农业，需扩道路、农家乐客房改造、景观建设等；发展规模农业，需规范农

户、村集体和企业间的农地流转；同时，宜居环境、乡风文明建设也需配套公园、文化

大礼堂等设施。此时，土地利用方式、结构、类型会产生较大变化，土地管理也更为复

杂。该过程中，村委会作为政策执行者和村庄实务管理者，博弈决策为协商或强制，农

户为支持或不支持（图 5b）。两方博弈大多会呈现复杂拉锯状态。例如农村土地综合整

治[12]、土地流转[11,35]中，村委会考虑全体成员利益，分配集体资源权益，而农户是异化群

体类利益相关者，个体差异大，即使面临同一政策，也会有不同的决策选择。当然如果

村干部以权谋私，损害农户权益，则会出现非一般的博弈交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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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村委会在上一级博弈中选择积极实施政策，则会更多地与农户进行协商，乡村振

兴视域下，（协商，支持）应是村委会与农户达成的最优博弈均衡结果。与上一级博弈分

析类似，村委会加大协商力度，增加农户不支持成本，将促使博弈趋向最优博弈均衡。

2.2.4 公司或企业与村委会、与农户

乡村振兴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公司或企业进驻农村地区，但他们只能与村委会或农

户签订土地承包合同，获得土地（承包）经营权。其中，经村委会集中农户土地再流转

的过程，涉及公司或企业、村委会、农户三方，三方目标一致时，为主动积极性博弈，

一旦其中任何两方冲突，博弈过程会复杂化[12,35] （图 5c）。土地租金是三方的重要博弈

点，租金、合同等的规范性将促使博弈达到最优博弈均衡（转入，转出） [38]。若农户不

愿意转出，村委会与农户将会进行第二阶段博弈。该过程中，农户转出农地的租金为 t，

农业种植活动的收入为 y，因转出农地而从事非农活动的收入为w及由此产生的风险为

x，与村委会协商（强制）的成本为 s1 （p1），协商所得的额外优惠为 i；村委会因土地流

转获得的收益为R31，与农户协商（强制）的成本为 s2 （p2）。通过分析两方于博弈过程中

的利益取舍可知，降低协商成本和生计风险性、提高补贴，将有助于两方达到最优博弈

均衡（协商，转出）。

此外，公司或企业经营过程中也存在利益相关者间的博弈关系。当公司或企业对土

地进行掠夺性经营时，短期利益明显，但存在环境危害。起初，村委会/农户可能因高收

益而放任其掠夺性经营，但负外部性的累积会阻碍村庄可持续发展，从而使村委会/农户

采取制止决策。公司或企业知道若继续掠夺性经营，会引起村委会/农户采取妥协或终止

合同的决策，从而其采取继续或停止掠夺性经营的决策予以应对[37] （图5d）。因而，提高

终止合同概率和终止经营机会成本，将促使两方形成最优博弈均衡（制止，正常经营）。

2.2.5 农民专业合作社与村委会、农户

近些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迅速，《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规定合作

社成员可以是企业、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但农民至少应占成员总数的百分之八十。可

见，农村专业合作社是一个机构组织型利益相关者，在具体土地利用管理方面与村委会

存在协商情况。该过程中，村委会博弈决策为支持或不支持，在增加收益方面与入社农

户目标往往一致，对于专业合作社的实施措施，农户博弈决策为支持或不支持 [34,38]

（图5e）。通常村委会选择积极实施，农户参与意愿会增强，而降低协商成本、提高规模

收益及补贴等将促使三方达到最优博弈均衡（协商，支持）。

2.2.6 城市居民与其他利益相关者

城市居民是农产品或非农产品的异地型消费者，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将会有更

多城市居民作为农村生态旅游的同地型消费者。城市居民是非常重要的间接型利益相关

者，其需求群体数量和空间差异直接决定了农村土地利用方式和结构。地方政府制定政

策，农村地区发挥自身优势，共同推动产业发展以满足城市居民对乡村旅游及绿色产品

的需求。该过程中，农村地区的行政管理能力、规范流程、生态环境和农户生活均会有

所改善。甚至城市居民可能会响应政策成为农村地区的种粮大户、公司或企业经营者

等，此时城市居民会与地方政府、村委会和农户就土地利用问题存在多方直接博弈。因

其与其他利益相关者间的博弈复杂、多变甚至存在与前文分析的博弈相同的情况，该部

分将不对此展开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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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分析——基于浙江省生态功能区某村庄

3.1 研究区概况

浙江省开化县目前以全域旅游为基础推进乡村振兴。本文选取开化县池淮镇潭头村

为案例村，该村属丘陵生态功能区，是县级特色文化村和国家级3A景区村，共辖5个自

然村，地域面积 9.3 hm2，其中耕地 72.8 hm2，林地 697.3 hm2，茶园 42.9 hm2。户均耕地

0.27 hm2，户均农地流转面积0.04 hm2，以水稻、油菜和玉米为主要作物。

案例区位于生态功能区，生态旅游和特色产业发展是其乡村振兴的主要模式。该区

域乡村振兴战略是在前期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建设、案例区实施的“生态

立县”战略等政策实施的基础上的深化和提升。因此本部分内容主要从下山脱贫政策实

施、乡村旅游发展、新型经营主体进驻、城市居民促进农村发展四个角度来剖析该区域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土地利用各利益相关者的关系。

3.2 乡村振兴视域下的主要博弈过程分析

3.2.1 下山脱贫政策实施

中央政府在制定新农村建设、精准扶贫、生态移民等一系列政策基础上提出乡村振

兴战略，地方政府层级落实，中央政府监督实施，双方目标大多一致，属于积极主动性

博弈关系。例如，开化县政府协调衔接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生态功

能区规划、移民搬迁规划及人口集聚规划等（图6），并对基层政府实施监督，以确保政

策落实。

2008年，案例村原白渡和庵堂自然村的 72户农户整体搬迁，该村用 30亩农地建设

下山脱贫安置小区，目前约110户农户迁入。该过程中，县乡政府、村委会、农户间为

动态合作性博弈，村委会积极落实下山脱贫政策，但由于农户有本村下山脱贫农户、外

迁户、下山脱贫小区建设地原属农户、本村其他农户等群体，群体间利益点不同，需各

方平衡。因而，该村针对建设安置小区占用的水田以约28000元/亩的价格补偿给农地承

包经营者；如果农户不愿失去农地，村委会则给予调地解决；本村农户可以在安置小区

购房；并在小区临马路一面规划建设一排商铺，供本村和外村的农户开商店、农家乐

等。目前，该村已全面实现下山脱贫。

图6 下山脱贫中的博弈过程

Fig. 6 The game process of the poverty allevi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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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迁农户土地利用和生计变化较大。被调农户中有20户下山脱贫农户和7户外村搬

迁农户，其中，多数农户租入本村农地进行小规模耕种，并从事非农打工或个体经营

等。例如某被调农户未下山前，以砍伐树木、打零工和耕种2亩农地为主；下山后租商

铺开小卖部，并租入本地村民1亩地用于种植水稻和蔬菜供自家消费。

3.2.2 乡村旅游发展

开化县从2000年提出“生态立县”战略，到国家公园体制试点、2016年“国家全域

旅游示范区”，以“乡村生态旅游+茶叶、体育、节庆活动等”发展模式推动乡村振兴战

略实施。2016年接待848.1万人次、收入超53亿，分别是2003年的21倍、25倍。开化县

政府举措包括建设特色小镇和景区村庄、配套生态公厕、停车场等，实施全域旅游综合

管理体制。案例村所属乡政府配套潭头公园、爱心休闲公园等基础设施，举办四届省油

菜花节和畲乡文化节。该过程中，中央政府鼓励发展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地方政府落

实推动，双方于土地利用管理上为主动积极性博弈，决策目标一致（图7）。

案例村村委会是村级尺度土地利用的关键利益相关者，建设月潭公园，租用农户水

田建设荷花池景观，将废弃粮仓改建成景区游客接待中心，鼓励农户开办农家乐并给予

补贴等，农户的土地利用与生计也因而发生较大变化。例如，一被调农户在乡村旅游发

展之前以打零工和种植6亩水稻为主，而在之后租出1亩水田用于荷花池建设，并以种桂

花苗和开办农家乐为主，年收入约10万元。目前，该村有30户农家乐，配备专业旅游接

待人员，2017年接待 15万游客，旅游收入 56万元。该过程中，大多数农户支持村委会

做法，但不排除部分农户采取消极态度，需要村委会反复与其协商。

3.2.3 新型经营主体进驻

乡村振兴战略规划要求实施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培育工程，鼓励工商资本到农村投资

产业化、规模化经营的农业项目。地方政府通过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和措施推动新型经

营主体进驻。该过程中，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主动博弈，决策目标大多一致（图8），但

新型经营主体和村委会、农户的博弈过程相对复杂，但总体呈合作博弈模式。

开化县、乡政府制定招商引资考核办法，联合案例村村委会吸纳和培育多方新型经

图7 乡村旅游发展中的博弈过程

Fig. 7 The game proc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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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主体。具体包括：某农业开发公司玫瑰庄园建设，2015年与农户签订合同，以每年

600元/亩的租金租入农地种植玫瑰；2014年，一种粮大户租入村民130亩农地实施规模

经营，年租金100斤稻谷/亩，当地政府和村委会给予扶持，提供规模生产配套设施及优

惠政策等；2017年，某公司与村委会签合同租入200亩农地种植高新技术农作物。该过

程中，新型经营主体、农户、村委会间的博弈大多为积极主动性博弈，但不排除存在冲

突的可能，三方应规范合同，控制风险并保障利益。

3.2.4 城市居民促进农村发展

城市居民选择到农村地区进行旅游观光休闲度假，地方政府也采取许多举措吸引多

地城市居民消费者，并对农家乐数量、停车场和公共场所等基础设施配套进行更新，适

时扩展本地乡村旅游规模的同时进行生态宜居整治。该过程中，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

城市居民之间产生间接影响与博弈，但大多为积极主动博弈，直接驱动农户土地利用和

生计的变化。案例村多家农户对宅基地进行改造，开办农家乐、民宿等，不少农户从事

乡村旅游服务相关产业，例如某被调农户回乡加入整理村容工作，负责定点运输垃圾，

工作时间和收入稳定，兼顾家庭照顾。

4 结论

为了缓解中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地区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乡村地区的全面发展

势在必行，乡村振兴战略的确立与实施成为撬动农村地区人、地、业等生产要素良性发

展与循环的极优型政策驱动器。该过程中，农村地区需要多点、多面、多程序的改革，

运行系统复杂，土地资源的管理与利用面临着巨大挑战，这需要极其丰富和深厚的研究

支撑，但目前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宏观尺度、理论探讨。因此本文对1949年后至乡

村振兴战略萌发时期的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发展演变进行归纳梳理，并对乡村振兴战略

实施后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的主要博弈关系、村级尺度的主要博弈过程进行了实证性探

讨，从历史长时序、前后时期的战略实施对接、微观区域尺度和多个利益主体等多角度

进行了一定的研究探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后，土地利用利益相关者数量多而关系繁杂。但博弈参与者在不

同环境下会做出不同决策，形成不同的博弈均衡，该结果取决于各方的策略期望效益大

小，而最终形成的博弈均衡与参与者的最终期望目标并非绝对一致[39]。因此，乡村振兴

视域下，应从优化管理体系和降低风险两个方面提高政策实施效率，达成各利益相关者

图8 新型经营主体进驻中的博弈过程

Fig. 8 The game process of the entry of new business ag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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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最优博弈均衡。

优化管理体系。随着乡村旅游人数的增加和其他产业的升级，应注意匹配游客与乡

村旅游的配套基础设施（如农家乐、道路、停车场和场所等）容量和村庄的生态容量。

新型经营主体的进驻可以提高农村土地利用效率，但由于资本逐利的本质，各类新型经

营主体会非常重视短期内的经济利益，而忽视生态环境保护。因此，中央政府和各级地

方政府应慎重选择进入农村的工商资本，合理约束资本运作模式，规范新型经营主体的

生产行为，注重优化各级管理体系，提升管理水平，实现农村土地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

影响的嵌合。

降低风险性。乡村振兴战略是系统复杂性工程，牵涉多方利益，不可一蹴而就，在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农户土地利用和生计方式会产生极大变化。例如，乡、县尺度

土地利用的规模变化、搬迁农户原宅基地和农地的放弃与转型、农户开办农家乐的生计

转型。农户生计具有较高的脆弱性，农户家庭经营和新型业态经营者也面临多种风险，

政府和研究者在制定具体措施时应注意风险控制，实现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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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rural land use stakeholders in a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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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nd use and management in rural areas is facing more challeng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Therefore, this paper applied stakeholder

analysis, game equilibrium analysis, and empirical case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evolution of various land use stakeholders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sults are

as follows: (1)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1949, the number of

rural land use stakeholders has increased, the game relationships present a feature of

complexity, diversification and multidirectionality. (2) There are mainly six kinds of game

relationships in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period. We discussed four kinds of game in the process

of decision-making in the study area, namely poverty alleviation,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entry of new business agents, and rural development promoted by urban residents. (3)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elated policies should focus more on infrastructure construction,

the coordination of land use efficiency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sustainability of

farmers' livelihoods, etc. The conclusion is that we should be devoted to achieving the optimal

balance of land use stakeholders, reducing the risks of stakeholders, protecting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seeking balanced interests among stakeholders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Keywords: land use; stakeholders; game equilibrium; rural revitalization; hilly ecological func-

tion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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